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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被类型及淹水带来的干湿交替过程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原状土柱模拟实验，模拟西洞

庭湖水文节律变化对不同土壤 植被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利用静态箱 气相色谱法研究不同植被 土壤类型（芦苇

湿地、灰化苔草湿地和刚砍伐的杨树林湿地）在季节性淹水条件下的 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 的排放通量变化，并探讨了在水位

变化的情况下，不同植被 土壤类型对全球增温潜势的贡献． 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水文条件下，芦苇湿地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

均显著高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淹水过程导致 ３ 种植被类型覆盖湿地 ＣＯ２排放通量显著降低，甲烷排放通量升高，其中芦

苇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升高显著，苔草和杨树林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升高不明显；水文变化及植被类型对 Ｎ２Ｏ 排放通量的影

响不显著；不同植被类型湿地对全球增温潜势的贡献为：芦苇＞杨树林＞苔草，分别为 １６１９１．３、３４０５．６ 和 １８８３．１ ｋｇ ／ ｈｍ２ ． 本
研究结果表明在西洞庭湖湿地恢复过程中，不再人为增大芦苇湿地面积，将杨树林湿地恢复为苔草湿地，更有利于降低

湿地恢复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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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佳等：西洞庭湖季节性淹水和植被类型对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影响 ７２７　　

由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变暖目前仍是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关注的重点，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 是影响全球变暖

的关键温室气体［１］ ． 近 １００ 年内 ＣＨ４的全球增温潜势（ＧＷＰ）大约是 ＣＯ２的 ２８ 倍，而 Ｎ２Ｏ 的 ＧＷＰ 大约是 ＣＯ２

的 ２６５ 倍． 近年来研究表明这 ３ 种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 ９０％ ［２］ ． 湿地不仅是陆地

上巨大的有机碳储库，同时，严格的厌氧环境、巨大的物质与能量循环，使湿地排放大量的 ＣＨ４和 Ｎ２Ｏ 等温

室气体［３］ ，其中 ＣＨ４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２０％ ～３９％ ，ＣＯ２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５％ ～８％ ［４］ ．
已有研究表明，湿地内生长的植被对温室气体的产生、消耗和传输过程有重要影响［４⁃５］ ：一方面，植被根

系及枯落物的存在为微生物的附着和活动提供了环境和有机物［６］ ，促进了细菌群落组成的多样性，改变了

土壤碳含量和 ｐＨ 值［７］ ，从而对温室气体的产生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湿地类型植被，解剖结构和生理

学特征各异，对温室气体的运输能力不同［８］ ． 维管束植物的通气组织向根部运输氧气以维持根的呼吸作用，
同时也是植物传输温室气体，特别是 ＣＨ４的主要通道［９］ ． 此外，植被类型及植物的生长状况都会对湿地生态

系统温室气体的排放产生重要影响［１０］ ：印杰等通过实验研究揭示了有植物群落存在的沉积物中 ＣＯ２的累积

排放量显著高于无植物群落存在的光滩［１１］ ；李杨杰通过植被对长江口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
不同植被类型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对温室气体的源汇功能不一致，长江口海三棱藨草、芦苇以及互花米草这 ３
种主要植被在 ＣＨ４旳排放过程中均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 ＣＯ２的排放中，芦苇表现为汇，海三棱藨草未萌

发时表现为源，萌发后表现为汇，等到凋亡后再次表现为源［５］ ． 湿地植被对于 Ｎ２Ｏ 的运输和排放过程同样起

着关键作用，植物根系可以吸收其周围的 Ｎ２ Ｏ 并向上运输［１２］ ，最终通过叶片上的气孔将 Ｎ２ Ｏ 排到空

气中［１３］ ．
水文条件作为湿地重要的生态属性，水位波动会对湿地大气 植被 土壤之间碳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中各环节的方向与强度造成影响［１４］ ． 厌氧环境和有氧环境的转变，使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及 ３ 种温室气体

比例发生较大的变化． 许多研究表明，干燥 再湿润循环强烈影响着土壤的碳氮循环过程［１５］ ，微生物的生物

量及其活动［１６］ ，以及 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 等温室气体的排放［１７］ ． Ａｌｔｏｒ 等研究表明，与永久性淹没的地区相比，
水位波动使得土壤间歇性暴露在大气中的区域，ＣＨ４的排放量显著增高［１８］ ；Ｍａｎｄｅｒ 等研究发现，在低水位

时，ＣＯ２和 Ｎ２Ｏ 的排放量更高，而在高水位时，ＣＨ４的排放量更高［１９］ ． 水位降低到一定程度，湿地会从 ＣＨ４的

释放源转变为 ＣＨ４的吸收汇，一定范围内的水位下降会导致 Ｎ２Ｏ 排放量增加，而当水位进一步下降时，Ｎ２Ｏ
排放量将减少［２０］ ． 但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陆地及滨海地区，而对于长江流域通江湖泊的研究较少．

洞庭湖是我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游仅存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２１］ ，受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条

件、江湖关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水位及消落带面积呈现出周期性变化［２２］ ． 一般 ４ ９ 月是丰水期，湖水水

位偏高，其中 ７ ８ 月呈现高水位；１０ 月至翌年 ３ 月为枯水期，水位较低． 史璇研究发现洞庭湖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８
年间，湖滨消落带面积在 １３３６～２９２０ ｋｍ２之间波动，多年平均消落带面积为 ２４３４．５ ｋｍ２ ［２３］ ． 西洞庭湖湿地位

于洞庭湖西部，湿地内不仅分布着芦苇、苔草等典型湿地植被，还分布有杨树人工林． 在 １９９０ｓ 末期，为了经

济利益通过挖沟抬垄在西洞庭湖种植了大量的杨树林，造成了湿地面积萎缩、水鸟栖息地减少等一系列生

态问题． ２０１３ 年起西洞庭湖开展“退林还湿”工程，开始大量砍伐杨树林并进行湿地生态修复［２４］ ，目前，西洞

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的杨树林已经基本被移除，缓冲区和实验区的杨树林清除工作仍在进

行． 近年来由于三峡水库蓄水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西洞庭湖水文条件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综上所

述，在进行湿地恢复的过程中研究西洞庭湖湿地在水文条件变化条件下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规律，对于西

洞庭湖湿地恢复特别是植被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实验地点位于湖南省汉寿县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日照充

足，雨量充沛，年均气温 １６．７℃，降水量 １２００～１３５０ ｍｍ，无霜期 ２７４ 天． 保护区内主要分布有禾本科、莎草科

等多种植物群落． 除此之外，由于人为影响，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曾分布有杨树人工林． 截至目前，
核心区内的杨树人工林已经被全部移除，正处于湿地恢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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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野外样品采集　 通过前期文献阅读和实地考察，选取了芦苇（２８°５１′０７．６４″Ｎ，１１２°１２′４４．９２″Ｅ）、苔草

（２８°５１′２２．０４″Ｎ，１１２°１３′５０．２６″Ｅ）、刚砍伐的杨树林（２８°５５′１９．３７″Ｎ，１１２°１１′５８．７５″Ｅ）３ 个样点．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在以样点为中心的群落内，随机选择 ３ 个点，分别采集 ０～ １０、１０～ ２０、２０～ ３０ ｃｍ 的沉积物样品，装入自封袋

里保存，带回实验室分析其理化性质． 用直径为 ３１．５ ｃｍ，高为 ３０ ｃｍ 的 ＰＶＣ 管，在每种植被类型的样地上各

取 １６ 个原状土带回实验站用于模拟实验．
１．２．２ 实验设计　 将采回的原状土柱静置至植被萌发，其中芦苇样点取回的土柱主要萌发的植被为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苔草和杨树林样点取回的土柱主要萌发的植被为莎草科的灰化苔草 （ 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在后文描述中简称为芦苇湿地、苔草湿地和杨树林湿地），每种植被类型中选取生物量相近的

３ 个原状土柱进行试验，每组 ３ 个重复． 将原状土柱上接 ０．５ ｍ 的 ＰＶＣ 管后，按照洞庭湖水文变化节律进行

淹水（７ 月 ５ 日）和退水（１０ 月 １ 日）处理． 淹水高度设置为 ０．４ ｍ，淹水时，苔草平均高度约 ０．６ ｍ，芦苇平均

高度约为 １．１ ｍ．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对原状土柱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进行监测，频率为 １ 次 ／ 月，４ ～ ７
天 ／ 次．
１．２．３ 气体采集及分析　 温室气体监测采用静态暗箱 气相色谱法． 为了方便淹水和采样，在淹水前将原状

土柱上接 ０．５ ｍ ＰＶＣ 材质的延长箱，淹水高度为 ０．４ ｍ，留下高度为 ０．１ ｍ 的气室用于采集气体样品． 每次采

样前盖上 ＰＶＣ 材质的盖子，并用封口膜密封；盖子内部装有一个小风扇，保证在采样时，箱内气体混合均匀；
并且盖子上装有橡胶管连接的出气口． 釆集气体样品时，用带有三通阀的医用 １００ ｍＬ 注射器连接采样箱出

气口和气袋，把盖子盖上后立刻采集第一袋气体样品，取箱内气体后把气体样品注入到容积为 １００ ｍＬ 的气

袋中储存． 之后每隔 １０ ｍｉｎ 完成一袋气体样品的采样，每个采样点共采集 ４ 袋气体样品，运到实验室进行分

析． 采集样品的同时，记录箱内温度． 采样后，记录每个采样箱的气室高度，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计算．
１．３ 数据计算及统计分析

１．３．１ 数据计算　 采用公式（１）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Ｆ ＝ Ｍ
Ｖ０

· Ｐ
Ｐ０

·
Ｔ０

Ｔ
·

ｄＣｔ

ｄｔ
·Ｈ （１）

式中，Ｆ 为温室气体（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排放通量（ｍｇ ／ （ｍ２·ｈ）），Ｍ 为气体摩尔质量（ｇ ／ ｍｏｌ），Ｖ０为标准状态

下气体的摩尔体积（Ｖ０ ＝ ２２．４ Ｌ ／ ｍｏｌ），Ｐ 为采样时刻大气压（ｋＰａ），Ｐ０为标准大气压（Ｐ０ ＝ １０１．３２５ ｋＰａ），Ｔ０为

标准状态下的绝对温度（Ｔ０ ＝ ２３７．１５ Ｋ），Ｔ 为采样时刻温度（Ｋ），ｄＣｔ ／ ｄｔ 为箱内气体浓度变化速率，Ｈ 为气室

高度（ｍ）．
采用公式（２）计算气体累积排放量：

ＣＥ ＝ ∑
ｎ

ｉ

Ｆｉ ＋ Ｆｉ ＋１

２
ｔｉ ＋１ － ｔｉ( ) × ２４ （２）

式中，Ｃ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表示温室气体（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的累积排放量（ｇ ／ ｍ２）；Ｆ 为温室气体排放通

量（ｍｇ ／ （ｍ２·ｈ））；ｉ 表示第 ｉ 次气体采样；ｔｉ ＋１－ｔｉ表示两个相邻测定日期的间隔（ｄ）；ｎ 为通量观测次数．
采用公式（３）计算综合增温潜势：

ＧＷＰ ＝ ＣＥＣＯ２
＋ ２８ ＣＥＣＨ４

＋ ２６５ ＣＥＮ２Ｏ （３）
式中，ＧＷＰ 为全球增温潜势（ｋｇ ／ ｈｍ２）． ＩＰＣＣ 指出最近 １００ 年的时间尺度内，同质量的 ＣＨ４和 Ｎ２Ｏ 的增温效

应分别是 ＣＯ２的 ２８ 倍和 ２６５ 倍（ＩＰＣＣ， ２０１３）．
１．３．２ 数据分析　 本研究数据使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３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采用林肯检验比较不

同淹水时期［２５］ 、不同植被类型下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差异，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２．５ 软件完成绘图．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不同植被类型湿地沉积物中主要环境因子

从表 １ 可以看出，０～１０ ｃｍ 和 １０～ ２０ ｃｍ 的土壤含水率排序为：苔草＞芦苇＞杨树林，苔草湿地含水率显

著高于芦苇和杨树林湿地（Ｐ＜０．０５）；２０～３０ ｃｍ 的土壤含水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无论哪个土层，杨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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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的土壤含水率均为最低． ０～１０ ｃｍ 土层中，杨树林湿地土壤中全氮含量显著高于芦苇和苔草湿地（Ｐ＜
０．０５），２０～３０ ｃｍ 不同植被类型土层之间全氮含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层中，杨树林的铵态

氮和有机碳含量均显著高于芦苇和苔草湿地（Ｐ＜０．０５），在其他土层中差异不明显． 除此之外，各个土层下不

同植被类型硝态氮含量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 ．

表 １ 不同植被类型湿地土壤理化性质∗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土层深度 ／
ｃｍ 植被类型 含水率 ／ ％ 全氮 ／

（ｇ ／ ｋｇ）
铵态氮 ／
（ｍｇ ／ ｋｇ）

硝态氮 ／
（ｍｇ ／ ｋｇ）

有机碳 ／
（ｇ ／ ｋｇ）

０～１０ 杨树林 ２２．３１±０．６３ａ １．６３±０．０３ａ ４．８１±０．７４ａ ５．４０±０．６０ａ ２２．８５±１．６５ａ

芦苇 ２４．１４±０．２６ａ １．４１±０．０７ｂ ３．６２±０．２１ａｂ ８．４１±０．７９ａ １９．９３±３．１５ａｂ

苔草 ２６．９２±０．３２ｂ １．０９±０．０２ｂ ２．８４±０．３２ｂ ２．８７±０．２６ａ １４．４９±３．５５ｂ

１０～２０ 杨树林 ２０．６６±０．３３ａ １．２６±０．０２ａ ２．９４±０．５０ａ ３．００±０．５２ａ １７．１５±０．６２ａ

芦苇 ２５．１９±１．１１ａｂ １．３１±０．０３ａ ２．１２±０．１６ａ ４．２８±０．４７ａ １６．３７±２．４１ａｂ

苔草 ２７．０３±３．０７ｂ １．２２±０．０７ａ ２．７４±０．２４ａ ２．７９±０．７５ａ ２０．６２±１．５４ｂ

２０～３０ 杨树林 ２０．７７±０．０６ａ １．１８±０．０２ａ ２．２６±０．２３ａ ２．７１±０．２２ａ １６．６６±０．１６ａ

芦苇 ２３．１７±０．３８ａ １．２１±０．０４ａ ２．３２±０．３８ａ ３．３２±０．２１ａ １５．８６±１．１６ａ

苔草 ２２．７４±０．３３ａ ０．９０±０．０６ａ ２．６３±０．３７ａ ２．０８±０．１１ａ １４．４８±４．１１ａ

∗数据为平均值和标准误． 分别对 ３ 组数据（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各项指标进行了多重比较，标记相同字母表示该组数
据无显著性差异，标注不同字母则表示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

２．２ 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年内变化趋势

各个植被类型 ３ 种温室气体（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排放通量在淹水条件发生改变后，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变

化趋势． 对于 ＣＯ２而言，在 ７ 月淹水后其在 ３ 种植被 土壤类型下的排放通量均明显降低（图 １ａ），在淹水期

间，８、９ 月，芦苇植被 土壤体系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有所上升，苔草和杨树林植被 土壤体系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波

动不大；对于 ＣＨ４而言，在 ７ 月淹水后其在芦苇和杨树林植被 土壤体系的排放通量均明显增加（图 １ｂ），在
９ 月达到最大值，芦苇湿地为 １４４．５９ ｍｇ ／ （ｍ２·ｈ），杨树林湿地为 １８．５５ ｍｇ ／ （ｍ２·ｈ），而淹水后苔草湿地甲

烷的排放通量有所波动，但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对于 Ｎ２Ｏ 而言，淹水后，在 ３ 种植被 土壤类型下的排放通

量稍有降低，但变化趋势并不明显（图 １ｃ） ． 在排水后，３ 种温室气体（ＣＯ２、ＣＨ４ 和 Ｎ２ Ｏ）发生较大的波动．
ＣＯ２和 Ｎ２Ｏ 的排放通量整体上呈现升高趋势，个别监测日其排放通量有所降低；芦苇湿地 ＣＨ４的排放通量明

显呈降低趋势，而苔草和杨树林湿地 ＣＨ４的排放通量波动较大．
２．３ 季节性淹水对不同类型植被 土壤体系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影响

将整个实验进程分为 ３ 个阶段，即淹水前（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６ 日 ７ 月 １ 日）、淹水期（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 ９
月 ３０ 日）和排水后（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 对不同植被类型在每个时期 ３ 种主要温室气体

（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排放通量的平均值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２ 所示． 水文条件及植被类型对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排放

通量均有影响，但对 Ｎ２Ｏ 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 ．
对于 ＣＯ２而言（图 ２ａ），在淹水前和淹水期内，芦苇湿地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均明显高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

（Ｐ＜０．０５），而苔草和杨树林湿地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排水后，芦苇湿地和杨树林湿地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显著高于苔草湿地（Ｐ＜０．０５） ． 此外，淹水过程对 ＣＯ２排放通量影响显著，相比于淹水前，淹水期

内芦苇、苔草、杨树林 ３ 种植被类型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退水过程对 ＣＯ２排放通量影响

并不显著，在排水后，芦苇湿地 ＣＯ２排放通量稍有降低，而苔草和杨树林湿地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有所增大．
对于 ＣＨ４而言（图 ２ｂ），在淹水前，各个植被类型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淹水期和排水后，芦苇湿地 ＣＨ４的排放量均显著高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量（Ｐ＜０．０５）． 淹
水过程对各植被类型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有影响，淹水后 ＣＨ４排放通量升高，排水后 ＣＨ４排放通量降低；但淹水退

水对芦苇湿地 ＣＨ４的排放通量影响显著（Ｐ＜０．０５），对苔草和杨树林湿地ＣＨ４的排放通量影响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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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植被覆盖下主要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ｓ

对于 Ｎ２Ｏ 而言（图 ２ｃ），其排放通量极小，最大排放通量出现在排水后的芦苇湿地，为 ０．０６ ｍｇ ／ （ｍ２·ｈ），
苔草湿地对于 Ｎ２Ｏ 表现为弱吸收，芦苇和杨树林湿地对 Ｎ２Ｏ 表现为弱排放． 但各个水文时期和植被类型

下，Ｎ２Ｏ 的排放通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２．４ 综合增温趋势

不同植被类型湿地的 ３ 种温室气体对 ＧＷＰ 的贡献表现出一致性（图 ３），贡献程度为：ＣＯ２ ＞ＣＨ４ ＞ Ｎ２Ｏ．

整个观测期内，芦苇、苔草、杨树林 ３ 种植被类型湿地中，ＧＷＰ 分别为 １６１９１．３、３４０５．６ 和 １８８３．１ ｋｇ ／ ｈｍ２，ＣＯ２

对 ＧＷＰ 的贡献率分别为：６６．９９％ 、１０１．１６％ 和 ８３．２９％ ， ＣＨ４ 对 ＧＷＰ 的贡献率分别为： ３２．７４％ 、４．３２％ 和

１７．０８％ ，Ｎ２Ｏ 对 ＧＷＰ 的贡献率分别为：０．２７％ 、－５．４８％和－０．３７％ ．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植被类型湿地主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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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植被类型淹水和非淹水阶段
温室气体平均排放通量变化

（图中的数据为平均值和标准误，方柱
标注不同字母则表示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ｓ

过增加 ＣＯ２的排放通量提高了其 ＧＷＰ． 对于苔草和杨树

林湿地而言，通过对 Ｎ２Ｏ 的吸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苔草

和杨树林湿地的 ＧＷＰ，但由于 Ｎ２Ｏ 的排放通量极少，影响

并不明显．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发现，芦苇湿地

对 ＧＷＰ 的贡献显著大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Ｐ＜０．０５） ．

３ 讨论

３．１ 水文过程及植被对温室气体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水文过程和植被类型都会对 ３ 种主要温

室气体（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 Ｏ）排放通量产生影响． 各植被类

型湿地在淹水后 ＣＯ２排放通量减少，且芦苇湿地 ＣＯ２排放

通量显著高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这与盛宣才等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２６］ ． 由于淹水后，沉积物氧化还原环境发生了

改变［２７］ ，氧浓度降低，造成了 ＣＯ２排放通量降低． 以往研

究表明： 不同类型潮滩土壤呼吸之间的差异不大，植物地

上部分的呼吸是引起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通量差异的主要

原因［２８⁃２９］ ． 本研究采用的是静态 暗箱法，测得的 ＣＯ２排

放通量主要包括土壤呼吸和植物暗呼吸两部分． 由于芦

苇地上生物量明显高于苔草和杨树林，其通过暗呼吸所产

生的 ＣＯ２高于其余两种植被，从而导致芦苇湿地 ＣＯ２排放

通量显著高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 而在淹水后芦苇湿地

ＣＯ２排放通量降低幅度小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其原因可

能是芦苇具有发达的通气组织，可以向根系输送一定量的

氧气以改变区域的缺氧环境［３０］ ，并且根部产生的 ＣＯ２ 可

以通过通气组织上传到空气中． 排水后，芦苇湿地 ＣＯ２排

放通量比淹水期小，这可能是由于排水后期到了秋冬季，
温度降低、芦苇开始枯萎死亡，许鑫王豪等对苏北潮滩的

研究也表明 ＣＯ２的最低排放通量出现在冬季［２９］ ． 而苔草

和杨树林湿地在排水后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升高，则可能是

由于氧化还原环境的瞬间改变提供了足够的氧气，导致

ＣＯ２的排放量升高．

图 ３ 监测期间不同植被类型综合增温潜势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淹水期间，各植被类型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有所增加，
该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３１⁃３２］ ． 可能是由于

淹水造成了严格的厌氧环境，厌氧呼吸成为了绝大多数

湿地碳降解的主要途径，最终产物一般为 ＣＨ４
［３３］ ． 此外，

很多研究表明植被种类对于 ＣＨ４排放通量有着重要的影

响［５， ３４］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淹水后芦苇湿地 ＣＨ４ 排放通

量增加显著（Ｐ＜０．０５），苔草和杨树林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

也有所增加，但不显著． 该结果与他人的研究结果有所差

异，Ｄｉｎｇ 等［３５］和 Ｍａｕｃｉｅｒｉ 等［３６］的研究均表明莎草科植物

对甲烷的传输能力大于禾本科． 虽然在本研究中苔草和

杨树林湿地中生长的植被主要为莎草科植物苔草和藨

草，芦苇湿地主要生长的植被为芦苇，但芦苇湿地甲烷排

放通量在淹水后显著增高的可能原因如下：在淹水 ０．４ ｍ



７３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２０，３２（３）

后苔草和杨树林湿地植被几乎被淹没到水面以下，甚至一段时间后根部发生枯萎腐烂，降低了其运输温室

气体的能力，相对比而言，芦苇作为挺水植物，大部分茎叶仍处于水面之上，发达的通气组织为运输 ＣＨ４提

供了通道． 排水后，各个类型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有所降低． 这是由于在排水后，环境由无氧状态变为有

氧状态，氧化反应增强，因此 ＣＨ４排放通量降低．
在整个监测期内，不同植被类型在不同水文条件下 Ｎ２Ｏ 的排放通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多项研究表

明，Ｎ２Ｏ 的产生与土壤性质、含水率、电导率等环境因素及微生物种群等生物因子均存在密切关系［３７⁃３８］ ，但
Ｎ２Ｏ 的产生机制很复杂，目前仍未得出统一结论． 但可以明确的是 Ｎ２Ｏ 主要来源于微生物参与下的硝化反

硝化反应，土壤含水量低和土壤长期持续淹水都不利于硝化和反硝化细菌的生长［３３］ ；也有研究表明植被类

型会对 Ｎ２Ｏ 的排放通量产生一定的影响［３９⁃４０］ ．
３．２ 全球增温潜势

本研究发现，不同植被类型湿地对于 ＧＷＰ 的贡献不同，由大到小排序为：芦苇＞杨树林＞苔草． 许鑫王豪

也曾通过研究指出，植被对温室气体通量的排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植被存在与否以及植被类型差异均

会影响温室气体排放，进而导致 ＧＷＰ 存在一定的差异［２９］ ． Ｋａｎｄｅｌ 等在监测了干旱的河流再被重新淹水恢复

后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后发现，在重新被淹水恢复的湿地中 ＣＯ２及 Ｎ２Ｏ 的排放通量较低，但 ＣＨ４排放通量

持续处于较高水平［４１］ ． 西洞庭湖湿地自 ２０１３ 年开展了“退林还湿”工程，清除了保护区核心区内的杨树林，
开展湿地恢复，其主要目的是恢复候鸟栖息地及恢复湿地生态功能． 湿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碳库，合理的恢复

及管理有望恢复天然湿地的碳汇功能，因此在恢复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应该得到重视． 而本研究

结果，在西洞庭湖目前的恢复阶段，其碳汇功能可能尚未实现，但我们不难发现芦苇湿地的 ＧＷＰ 明显高于

其余两种植被类型，因此我们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再人为地种植芦苇，尽可能地将杨树林恢复为苔草

湿地，更有利于减少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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